
第 47 卷第 5 期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( 哲学社会科学版) Vol． 47 No． 5
2014 年 10 月 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( Social Sciences) Oct． 2014

收稿日期: 2014 － 07 － 21
基金项目: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“中央苏区基层政权建设研究”( 编号: 13CDJ002)
作者简介:张红春( 1970 － ) ，女，江西九江人，法学博士，赣南师范学院副教授。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。

罗 芒( 1987 － ) ，女，江西九江人，九江职业大学讲师。

试论中央苏区时期《斗争》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

张红春1， 罗 芒2

( 1．赣南师范学院 中央苏区研究中心，江西 赣州 341000; 2．九江职业大学 思想政治教研室，江西 九江 332000)

摘要:《斗争》是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的机关报。中央苏区时期，关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相关报道
在《斗争》上占有相当大的比例，其内容涉及党的组织建设、作风建设、民主建设、廉政建设等方面。探究《斗
争》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之关系，总结其经验教训，对新时期党的建设工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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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 Struggle was the mouthpiece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s．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entral
Soviet Areas，the relevant repor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self occupied
a large proportion of Struggle，and its content was related to the Party’s development of organization，
style，democracy，clean government，etc．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uggle and the develop-
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self and summarizing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or the de-
velopment of the CPC in the new period have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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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斗争》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中国共产党的机关理论刊物。1933 年 1 月创刊于上海，1937 年 3 月
停刊于延安。共出版了 206 期，约 700 万字左右。《斗争》的出版可分为两个时期、三种版本。第一时
期为 1933 年 1 月至 1935 年 7 月。这一阶段分别在上海和江西瑞金出版了两种版本。《斗争》报作为中
共中央的机关刊物，在上海出版; 中共中央从上海迁至瑞金后，上海中央局及上海临时中央局仍以中央

名义继续在上海出版。从 1931 年 1 月 21 日创刊至 1935 年 7 月 5 日停刊，共出版 79 期。此版为 32 开
油印本，是为第一种版本，通称上海版。在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往瑞金后，又出版《斗争》，作为苏区中央
的机关报。从 1933 年 2 月 4 日的第 1 期至 1934 年 9 月 30 日的第 73 期，共出版了 73 期。这一版为铅
字印刷本，是为第二种版本，通称苏区版。长征期间，《斗争》报停了一年零一个月。红军到达陕北后恢



复出版，进入第二时期。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: 第一阶段是作为中共西北中央局的机关刊物，在
保安出版，从第 74 期( 1935 年 11 月) 至第 102 期( 1936 年 6 月) ，共出版 29 期; 第二阶段改为中共中央
的机关刊物，在延安出版，从第 103 期( 1936 年 6 月) 至第 127 期( 1937 年 3 月) ，共出版 25 期，合计为
54 期。均为刻印本，是为第三种版本，通称西北版。本文所述的《斗争》报，特指 1933 年 2 月至 1934 年
9 月，苏区版的《斗争》报。

1931 年 1 月，中共苏区中央局在瑞金成立，且办有机关报《战斗》。1932 年 2 月《战斗》改名为《实
话》。同年 6 月，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出版《党的建设》。《斗争》苏区版作为苏区中央局的机关报，是在将
《实话》与《党的建设》合并而成的基础上创办的。原因是: 这两种刊物，“均不能按期出版，而且内容方
面还有很多缺点，致不能完成党的机关报的领导作用”。［1］《斗争》自创刊后，在内容方面力加改良，尤其
对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更为关注，就其刊登的多篇文章来看，几乎涉及到党建的方方面面。学界从
《斗争》的视角来解读其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方面的论文极少①，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，期待
本文能为后来居上的专家、学者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。

一、党的组织建设: 强调干部培训与支部作用
中共是强调组织严密的革命党，党的组织在革命中发挥着核心力量。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《斗

争》，积极宣传党组织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，理应是其应尽之责。党报《斗争》的主要负责人及撰稿
人是洛浦( 张闻天) 、罗迈( 李维汉) 、陈云、博古( 秦邦宪) 、凯丰( 何克全) 、毛泽东、杨尚昆、邓颖超、刘少
奇、任弼时、周恩来、瞿秋白、王稼蔷( 王稼祥) 、刘伯承、亮平( 吴亮平) 等人，他们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革
命精神，文化修养深，理论水平高，他们对国内外局势的通盘考虑和苏区革命及党建的现状分析，是远远

超过他人的。所以通过他们撰写的文章，《斗争》报能起到指导党组织建设的作用。
党组织发展的快慢其衡量因素之一即是党员人数的多少。据福建中共党组织统计，1930 年 3 月福

建省党员总数为 1318 人。［2］( P146) 随着闽西苏区的开辟、发展，闽西地区党员人数迅猛增长，1933 年 6 月
达到 20000 人。而更令人惊喜的是，就一个红五月( 1933 年 5 月) 征收党员运动，“在江西都获得了二万
新党员”。［3］对这一可喜的现象，《斗争》进行了及时的报道。
党组织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一定数量的党员，而决定党组织坚强与否的要素则应该是党员的质量。

提高党员质量的途径之一便是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。随着中央苏区的不断发展，各级党员教育机构纷
纷设立。如: 中央党校、苏维埃大学、列宁团校等。同时，各种短期训练班也相继开办，这对党员随时随
地接受教育、训练，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。1933 年 9 月，就党内教育计划问题，《斗争》刊登了《中央组
织局给苏区各级党部的指示信》，在该来信中，中央组织局要求各级党委把举办各类短期培训班作为培
训干部的一项重要任务来完成。“每个县委应该举办支部干事的专门训练班，如支书训练班、组织干事
训练班等，使每个干事都受到专门训练。”“要定期的举办流动训练班，实行不让一个新党员没坐训练班
的口号。对于那些新成立的支部，县委首先要办专门训练支部书记和干事的训练班，以便本地的干部能
迅速代替外来的干部。”［4］由于中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，大规模发展工农入党，提拨他们进入领导部门，
是其明确自己阶级属性的必由之路。为此，中共投入相当精力( 如办党校、办各种干部培训班等) 提高
党员干部素质。经过努力，一批新干部迅速成长。据《斗争》报道: 1933 年 5 月，江西县一级 419 个干部
中，“工人成分 192 个，占 46% ; 贫农 184 个，占 44%。”“419 个干部中有 303 个可以统计的，从支部工作
调来的 51 个，任过区级工作的 197 个，总共占 81%。”“419 个干部中参加过游击战争或暴动的，有 185
个，占总数 44%。”［5］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，工人、农民成为干部的主体; 参加过游击战争或暴动的干部
为核心; 同时大批提拨新生干部，实行新老干部的交替。《斗争》报认为这些经过培训的、提拨的新干部

201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( 哲学社会科学版) 2014 年

① 查询中国知网及超星，相近的仅查到一篇论文，即赣南师范学院2010 级硕士研究生李霞的毕业论文《 ＜斗争 ＞与苏维埃革命》。
在其论文的第三章涉及到这方面内容。



充实到各级机关后，对提高干部的素质及其忠诚度，严密组织，加强中共党组织和干部体系的领导能力，

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“巩固党本身的组织，坚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，最高限度的提高各级党部———从支部起———的积极
性，严紧党的纪律，增加党的领导作用，”［6］( P635 － 636) 是中共的头等大事。由此看出，中共非常重视基层党
组织的建设，尤其是支部的建设，并在《斗争》上对苏区各地的支部建设进行了指导。支部建设的重要
性正如《斗争》报中所刊登的“共产党的支部是党在群众中的核心”。因为它既是链接党与群众的桥梁，
又是“党教育党员，训练干部的基本学校。”［7］1932 年 3 月底，兴国等 15 县共成立支部 998 个，差不多支
部遍布每个乡。［8］( P661)《斗争》对各地支部的建设进行了详细的指导和说明。像“离支委远的村庄，可以
由几个村庄成立一个支分部; 支分部下以村为单位成立小组，支分部干事会应设在党员人数最多的村

庄; 支委附近村庄的小组，一般的由支委直接管理，只有小组过大的村庄，为人数在十人以上，可成立支

分部下面不设小组。”［7］通过《斗争》的具体报道，可以看出中共党组织的严密性。

二、党的作风建设: 注重实践与群众路线

党风问题是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毛泽东说: 党的作风问题是“第一个重要的问题”［9］( P813) 其实
质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，处理不好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党领导革命事业的成败。具体表现为: 理论
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; 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;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。作为中央苏区的机
关报《斗争》，及时刊登这一时期党风建设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解决的方法，应是它必由之举。
一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。毛泽东说:“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。”“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

言权。”［10］( P13) 其实质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才能获取对某个问题的正确认识。针对
当时中央苏区地方苏维埃政府机关中存在的敷衍塞责、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工作作风，斗争连续刊登了
苏区领导人撰写的乡苏怎样工作和区苏怎样工作等文章，批评了错误思想，提倡在政权建设中理论联系

实际的工作作风。
《斗争》指出:“一切苏维埃工作的实际执行都在乡苏与市苏，”“不了解乡苏和市苏的工作，简直就
不能真正领导苏维埃的工作，就不能真正去解决‘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革命战争的要求’这个问题。”这
些上级苏维埃政府机关中的工作人员理论水平或许很高，可以发得出很多的命令、决议，但却不清楚任
何一个乡苏维埃、市镇苏维埃的实际工作，这样没有实践内容的理论只能是空洞的理论。这种行为“是
官僚主义，”也“是苏维埃工作的障碍!”面对这个问题，该如何迅速有效地去解决呢? 文章接着指出: 我
们要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具体的经验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，使之

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。“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，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。”［11］1934 年初，
《斗争》上刊登毛泽东的《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》①一文同样体现了此观点。注重实地调查、理论联
系实际，遵循实事求是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原则，为苏区的党风建设提供了权威性的理论指导。
二是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。群众路线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。苏区时

期，有些党员干部、领导在工作作风上存在个人包办一切、命令主义、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。针对这种不
正之风，中央苏区政府提出要加强对领导干部工作方式的转变，以改善党的领导，正确处理党群关系。
在该问题上，《斗争》给予了密切关注和适时指导。如分别在第 2、5、20、28 期上刊登张闻天的《关于新
的领导方式》。文中就苏区党的领导机关、政府领导机关以及其他一些组织内普遍存在的个人包办一
切，缺乏集体领导的不正常现象提出严厉批评，强烈要求建立巡视员制度。因为这一制度既可以使上下
级关系活跃起来，又可以使党的上级领导机关真正能细心领导下级的干部，加强对下级的领导。从而形成
集体领导、个人分工负责制度，使每个机关工作人员分工明确、有事可做、遇事能商量的新气象。在如何落
实具体领导群众工作问题上，张闻天认为，应该“细致的耐烦的去说服群众，正确的去代表群众的意见，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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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《斗争》报第 45 期，1934 年 2 月 2 日。



责的谨慎的去领导群众”［12］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如何正确领导群众的艺术。上述观点和举措，对中
央苏区转变领导工作方式，提倡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工作作风，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引导作用。

三、党的民主建设: 重视党内民主
作为中共的第一次建政尝试，苏维埃政权非常强调党的民主建设。在肯定阶级分化的基础上，人民民

主建设一直是中共孜孜以求的目标。中共的这种民主理念，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后，就开始了探索和实践。
“苏维埃的民主，首先表现于选举运动。”［13］( P355) 早在苏维埃代表大会改选之前，《斗争》就民众选
举问题进行了方向性的指导。它说，党必须用极大的力量去发展自身民主建设，首先在查田运动、阶级
斗争、政治动员中，吸收每一个苏维埃选民，参加选举。“必须在选举之前一个礼拜，将候选人的名单提
到群众中去讨论，使每一个选民对每一个候选人有审查，考察，与发表意见的机会，”如果选民对此候选
人不满意，应该鼓励群众推选出更好的候选人，同时在改选之前，各级苏维埃必须向选民做他们的工作

报告，这种报告必须在选民中讨论，鼓励他们对报告发表意见，“使他们感觉到他们自己是苏维埃的主
人翁，只有他们有权选出或撤回他们自己的代表。”同时，在关于“民主”与“专政”的辩证关系上，《斗
争》也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。它认为，工农民主专政是对地主残余，资本家富农等少数人的统治，而
对于广大的工农民众则是最大限度的( 民主主义的意思)。“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的中心任务，是吸收
最广大的工农群众参加政权，教育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。”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参政问题，《斗争》的
观点既明确又有创新，表现在: 由于政权只是革命的工农民主专政，而不是全民众的专政，所以享有选民

资格的只能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，态度坚定且明确; 但面对苏维埃政权的周围还有一部分民众并未参

加政权，我们可以用一切方法吸引他们积极参政议政。我们可以采用说服和教育的方法，帮助小资产阶
级的群众成长，锻炼和教育他们，使他们在无产阶级先锋的领导下为苏维埃政权的发展和巩固而斗争。
“使苏维埃政权变为最广大民众的政权”［14］。这不能不说是《斗争》在党的民主建设方面的大胆创新。

《斗争》刊登的这篇文章是在江西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，文章中提到的关于公民使
用“改选权”和“召回权”( 即罢免权) 问题，关于“民主”与“专政”的辩证关系以及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
参政的态度问题等等，对 1933 年 12 月苏维埃大会的改选及决议案的形成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; 同时，
也提高了苏区民众对政治的参与意识。可以说，苏维埃代表的选举“开了赣南、闽西地区群众意志表达
方式之先河”。［15］( P120)

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。中国共产党是生活在具有几千年封建专制的国度中，党内存在不良作风
不足为奇。可贵的是，中国共产党敢于面对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，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，运用批评和自
我批评的武器，勇于纠错、改错。中央苏区时期，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工作主要体现在:
第一、“没有下文的空洞计划”。① 针对 1932 年 10 月 27 日福建军区政治部发的四号训令上的扩红

计划( 三个月内不但要完成上级交代的七千红军，而且还要超过计划一万五千人，直到发文的 1933 年 2
月都没有落实。) 和筹备战费( 立即准备半年战费 60 万元，从此，无下文。) 之事，中共中央在其机关报
《斗争》上登报点明批评。在发展党员方面，也登报批评了福建新泉县委。文章指出: 省委规定到 1932
年年底发展党员 600 人，但完成的党员人数只有 50 人。“这完全是发展党的关门主义。”在发展党员方
式上，“仍就是一种拉夫式”，“甚至还有不经过入党手续而加入的。”［16］最后编者说，希望这些被批评到
的各级党组织，能尽快地拿出解决方案去纠正那些不正之风。因为，开展自我批评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党
的工作的彻底的转变。
第二、“平均主义是具体领导最凶恶的敌人”［17〗。《斗争》指出，虽然中央苏区在倡导新的领导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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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“自我批评”栏目，《斗争》第 2 期，1933 年 2 月 4 日。( 原文中写的是 1933 年 2 月 4 日与第 1 期的时间相同。按照“《斗争》初为
旬刊，后改为周刊”的说法，这里应该是个刊误，第 2 期的出版时间应为 1933 年 2 月 14 日) “《斗争》初为旬刊，后改为周刊。”参见王晓
岚:《中国共产党报刊发行史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，第 153 页。



和新的工作方法中取得一定的成绩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些人的顽固、守旧观念的彻底清除。在具体领导
上，有些人没有区分问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，没有把整体与个体区分开来，因此，他们在做动员时就会出

现重复的语句。“这种毫无内容的皮相的形式主义，这种毫无益处的革命空话，”［17］是担负不起革命的
重任的。我们应该依据每个人的知识程度，从社会生活的某个方面，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切入点。只有这
样才可以做到有的放矢的完成任务。
第三、“克服锦标主义的革命竞赛”［18］。为了加速党的工作，加紧争取战争胜利的动员，中央苏区在

各地运用和开展了革命竞赛活动。由于部分党员同志没有真正理解革命竞赛的真正含义，因此，在竞赛
总结与评判大会上出现争分数、争等级、说风凉话、怀疑优胜者的报告不忠实等现象。为此，《斗争》对
中共党自身作出自我批评。认为，这一切表现出: “我们支部的最大多数同志，对革命竞赛的真义与怎
样正确运用，还没有了解”，“对于同志们的深入与个别教育史极端的缺乏”［18］。竞赛的最终目的是为
了迅速执行党的决议、提高每个党员的工作积极性，达到积极的带动落后的，落后的学习积极的，警惕自
己的落后而要求进步。绝不是为了竞赛而“竞赛”!

四、党的廉政建设: 严惩贪污腐败
廉洁政治的重要一环就是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。由于主、客观条件的限制，苏区时期，选举尚难成

为苏维埃政权自我监督的有效方式。为此，中央苏区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一整套的监督机制。各级党组
织设立监察委员会，各级政府设立工农监察部和工农控告局，负责对干部进行监督。为了保证群众有效
参与对干部的监督，各级工农监察部组织“轻骑队”①等，对各级部门进行检查、监督。为此，《斗争》对
“轻骑队”的职责进行了详细的说明，即“轻骑队”的主要任务是“检查苏维埃机关、企业内、经济的和合
作社的组织内的官僚主义、贪污、浪费、腐化、消极怠工等现象，举发对于党和政府的正确政策执行的阻
碍与曲解。”［19］他们通过明察暗访，发现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。对此，《斗争》把报告的结果进行了
及时的宣传和报道，起到了发动群众参与监督的作用。
当时，腐败最严重、最具有警示意义的是“于都事件”。1934 年初，中共中央在检查工作时，发现于

都各级干部贪污严重。据《斗争》报道于都“县军事部长刘士祥等造假账向动员武装部冒领公款 410 余
元。县苏主席熊仙璧以主席名义私拿公款 50 元，回家做资本”［20］以及于都县委书记刘洪清包庇熊仙璧
的错误，利用职权，拉股经商，谋取私利等等。对此，苏维埃政府作出撤职甚至判处死刑的严肃处理。
《斗争》对案件处理过程和事件的性质进行了详细的报道，起到了警示的作用。

结语

党的建设关乎着党的命运。《斗争》作为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喉舌和窗口，担负起宣传中国共产
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之责任。尤其是在推动党的建设方面，刊登了 40 多篇文章，从党的组织建设、作风
建设、民主建设到廉政建设，充分肯定了中共在这块“试验田”的第一次建政尝试，书写了中共历史上的
民主范本。《斗争》通过刊登张闻天、博古、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罗迈、凯丰等苏区主要领导人的文章，使《斗
争》成为指导苏区党建最有权威性党报。《斗争》站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，介绍党的组织理论，开展党内
生活的讨论，帮助党在实际工作中的转变，这对党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。可以相当充分地开展
党内的批评，可以真正做到干部接受群众的监督，真正落实了选民的“改选权”和“召回权”，从某种意义
上来说，开创了“权为民用”的先锋。《斗争》通过苏维埃政权内部的监督机制和民众及舆论的外在监督
给予权力腐败以严厉控制，这些都为中共的廉洁政治提供了成功的经验。《斗争》虽然受到“左”倾错误
的影响，但《斗争》宣传的“中共当年在有限时间和条件下作出的有益尝试，仍然值得后人认真总结、谦
虚面对。”［15］( P12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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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“轻骑队”是青年团领导下的青年群众组织，最早成立于 1932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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